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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为揭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后果、作用机制与作用边界，从组织和个体多层面出发并引入员工忘却学习，对我国261家传统行业中小企业展开连续5个月的经验取样调查，利用DEAP 2.1、SPSS 19.0等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强化组织韧性并进一步提升创新效率；同时，员工的忘却学习可以有效推动这一效果的显著提升。故而，建议相关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突破传统管理思维，关注“技术”与“人”之间的平衡，改善组织创新氛围，强化数字化教育培训，让员工从抵制数字化到主动学习，以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并不断挖掘市场潜力，科学数字创新，进而实现企业创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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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with the new wav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rigg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key production factor that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s the backbone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M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a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eal economy not only brings new choices for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m to realize rapid innov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SMEs in China.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boundary of SM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we conducted a 5-month empirical sampling survey of 261 SMEs in China, and then used statistical software such as DEAP 2.1 and SPSS 19.0 for empirical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further impro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employees' forgetful learning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is effect.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this study not only clarified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SMEs, but also found the cor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verified the gain mechanism of employee forgetting learning. So,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e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hinking, focus on the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y" and "people", improve the atmosphere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digit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elp employees to overcome the resistance to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arry out  active learning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then realiz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enterpris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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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战略契机，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高质量发展[1] 【不规范的引用和标注。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作为政策文件不需著录参考文献，如确需引注的，也应引自报告原文】。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如何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需要攻克的重要问题。根据2019年《全球数字化转型现状研究报告》，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应对未知风险、提高市场收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的新路径[2] 【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数字化转型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标[3]。因此，如何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成为了目前各界的研究焦点。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手段[4]，推动企业运行与管理的创新变革过程[5-6] 【文献4至文献6引用和标注不规范。哪些观点和具体语句分别有实质性地引自哪篇文献？对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对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技术带来“精、准、快”的运营优势[7]，可优化中小企业在各主体间的协作关系[8]，并有效利用经营数据优化企业流程，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或产品服务，进而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效率[9]。制约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创新，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机制，但该机制是如何产生、如何影响、过程如何等问题仍有待细致的研究讨论。为此，本研究通过对以往研究展开分析，发现了以下不足之处：
（1）数字化转型成效各异，创新效率亦不同。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应存在多路径[10]。例如，吕铁[11]、许芳等[12]、Zhou等[13]、崔淼等[14]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成效不同的中小企业在应对环境风险与市场竞争时所展现出的组织韧性必然存在显著差距，其创新效率的提升机制亦“因人而异”。故而，本研究为揭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黑箱”，将组织韧性作为中介机制纳入研究框架，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深层影响机制。
（2）缺乏个体情境机制解释，忽视了“人”的作用。以往有关研究多立足组织战略层面，鲜有关注个体层面因素，在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影响机制时忽视了“人”的情境因素影响。知识是决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15]，也是决定组织韧性强弱和创新效率高低的关键[16]。制约新知识吸收的核心在于“旧知识”，而忘却学习则正是员工摒弃对新知识吸收产生抗拒的陈旧误导性知识的过程[17]。在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各大中小企业的必然趋势，而员工先前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知识结构或知识认知，必然无法继续承担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责，甚至还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阻碍[18]。由此可知，员工若能通过高知识体系转化接受及吸收新知识，则更能够适应数字化转型过程，继而强化组织韧性，为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故而，本研究将一并讨论员工忘却学习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的机理。

（3）静态研究设计的局限有待突破。从对策建议的科学性与推广角度来看，以往研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中，多采用截面取样或单一案例进行研究，并皆以被试者的一时感觉或访谈内容展开研究，忽视了“人”的动态心理机制，进而造成研究结论的局限性[19]。为此，本研究将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e methods，ESM）的动态取样调查方式开展研究，以更好地揭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
综上，本研究将以我国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为对象，突破以往研究的静态取样瓶颈，通过经验取样法的动态调查范式，探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深层影响机制，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引入员工忘却学习的情境机制，检视组织韧性与个体知识转化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以丰富数字化转型在个体层面的研究内涵。
2  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

Ferreira等[20]、赵婷婷等[21]通过对国内外中小企业展开大样本调查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在复杂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海量的数据集实现高效和精准的智能化利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数据俨然成为了一种新型企业资产（资源），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数据赋能，为企业创造附加价值，开辟新的商业道路。
数据资源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时性数据的赋能价值。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企业内外部主体之间的信息交互效率，而来自消费者、供应商或竞争者的实时数据反馈能够让企业抓住市场契机，作出更加精准、高效的战略决策与部署，例如，新产品的反响、客户的特殊需求等数据反馈（创新资源）可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市场变化及趋势，以促进企业把握创新方向与提高创新效率。二是数字仿真模拟的赋能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利用智能化、虚拟化的仿真技术，在完全拟态的环境中采用物理仿真和数据分析，使企业的高效率创新成为了可能。从企业角度而言，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采集产品生产及产品性能数据，分析其开发过程，虚拟仿真创新结果，以做到对新产品的实时优化与改良，进而实现创新绩效的正增长。而从研发者角度来看，在主干网络提供的相关数据下，所有研发者均立足虚拟仿真模式进行创新工作，数字化既为研发者提供了高效协同创新的可靠基础，也为高质量创新的各种实现路径提供科学的保障。由此可知，在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中小企业改善创新体系、优化创新过程，进而实现创新效率的高质量提升。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正向影响创新效率。

2.2  组织韧性的中介作用

组织韧性是企业在面临未知或不可控的环境情境下，为应对风险或危机而展现出的整合、重组或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综合实力。张秀娥等[22]、王琳等[23]、张公一等[24]认为，组织韧性本质上是一种企业通过自身资源的快速调整以应对市场变化或客户需求的战略能力。现有文献有关中小企业组织韧性的探讨较少，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对中小企业组织韧性的探讨更是少之又少。故而，探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能够更好地诠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影响。

以往研究有关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多立足技术视角，主要围绕技术层面，认为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数字化技术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应用效果。随着“十三五”以来我国数字技术与产业实体的不断深化融合，数字化转型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亦有学者从组织战略层面探讨数字化转型，如王勇等[25]、章小丹等[26]从组织层面出发，认为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为避免竞争优势丧失，势必需要面对瞬息万变的海量数据信息，并根据信息内容及时调整企业战略与部署。由此可知，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为谋得生存空间或市场竞争力，势必需要具备应对各种市场风险及消费者需求变化的组织韧性；只有具备较好组织韧性的中小企业，才能够在风云诡谲的市场突变中求得市场的一席之地。因此，若中小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手段收集相关市场数据信息，并对所收集的数据信息进行高效率的智能化分析，则可根据市场的实时变化调整企业资源配置，进而通过强化组织韧性应对变化。

同时，组织韧性作为反映企业管理与控制未知风险的能力，在中小企业的经营与研发过程中亦是保障产品创新性与构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条件。当中小企业的组织韧性较好时，能够以创新方式重组（创造）企业资源，有助于企业减少创新资源配置耗损，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效率，帮助中小企业抓住市场先机，对市场突变作出快速反应，构建或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由此可知，组织韧性是实现中小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内涵，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提升创新效率。

综上，本研究认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组织韧性，而组织韧性的提升亦有助于推动创新效率的增长。故而，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关系中，组织韧性将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2.3  忘却学习的调节作用

即便目前已有众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但依旧存在大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效不显著，甚至失败，究其原因，便在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对“人”的考虑[27]。数字化人才匮乏是目前诸多数字化转型失败的企业的痛点[28]。数字化技术人才并非凭空臆断，而是需要透过员工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并加以训练吸收，才能胜任的岗位角色[29]，但在现有研究中，鲜有学者关注于此。制约新知识学习的关键问题，在于个体的旧知识结构是否兼容新知识，即员工的工作学习机制是否会随环境变化而吐故纳新。

忘却学习是指个体固有知识体系或经验结构对新知识学习时的心理排斥程度或意愿。在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贡献甚大，所带来的知识体系更迭速度加快，员工的知识结构转换在企业变革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以往学者的观点普遍认为忘却学习会影响员工创新效率，亦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内涵。当忘却学习意愿较低时，员工往往会在旧经验或知识体系上故步自封，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或接纳热情低下，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足之处或有待完善之地亦多持因循守旧态度，然而，数字化转型是涉及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等方面的大型组织变革，任意环节的疏失均会延缓变革进程，进而空耗企业资源，或给企业带来未知风险；而在忘却学习意愿较高时，员工将适时转换固有知识结构或经验观点，能够主动积极地探索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或新方案的可能性，如Cegarra等[18]的研究便证实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若出现重大问题，无论出于对组织的信任还是为满足个体知识资源的增长，高忘却学习的员工均会采取各种解决方案，包括尝试新知识或新模式，以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由此可知，相对于忘却学习意愿较低的员工，高忘却学习意愿的员工更加有助于企业应对危机，强化组织韧性。因此，本研究认为忘却学习能够显著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之间的影响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影响关系中，忘却学习将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3  研究计划

3.1  程序和样本

本研究借助于MBA联盟、校友会等渠道，得到了432家属于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的响应，以其为调查对象，对企业的管理者和相关研发团队开展了连续5个月的经验取样实验，观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具体调查工作情况如下：
环节一：于正式调查开始前一周，告知被调查企业的管理者有关调查的具体规则、内容与过程，使其提前对调查实验形成较为全面的认知；同时，收集相关统计信息资料，包括组织和个体的人口统计信息，以及由企业研发团队员工填写的忘却学习量表。

环节二（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要求被调查企业管理者于正式调查开始后，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的18﹕00时前完成填答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量表，并由其根据所在单位研发团队本月的实际工作情况提供计算创新效率的相关数据。填答约束时间为开始后【指代不明】的10 min内。
截至2021年2月初，在正式调查完成之后，对调查所得企业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剔除无效数据后，最终共得到261家中小企业供给的1 305条样本数据。在总样本中，49.80%的企业规模在500万元以上，企业经营年限在3年以上的占75.47%，58.62%的企业周【每周？！】知识产权申报超过3件，71.64%的企业高管团队平均本科率在40%以上；另外，在员工层面，53.25%的被调查员工具有本科及以上教育经历，83.52%的被调查员工月薪在5 000元以上，73.94%的员工已经与其现任领导共事超过1.5年。因此，无论从发展阶段还是规模来看，本次调查所回收的样本企业分布均匀，具备一定的研究意义。
3.2  测量工具

（1）数字化转型。使用胡青[9]开发的观测量表，包含“本单位已通过数字技术，对主要产品体系、服务体系和工作体系进行了优化升级”等在内的5个题项（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下同）。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 s α，以下简称“α系数”）为0.928。
（2）忘却学习。使用Cegarra等[18]开发的知识转换量表，包含“在本单位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员工普遍能够接受新知识（技术）”等在内的7个题项。量表的α系数为0.892。
（3）组织韧性。使用张秀娥等[22]开发的组织韧性量表，包含“我们公司在面对危机时，具有较好的应对能力与条件”等在内的6个题项。量表的α系数为0.925。
（4）创新效率。目前尚未有学者开发创新效率的测量量表，本研究参考王延霖等[30]的做法，由管理者提供研发团队每周用于创新资源投入及产出（进度完成率）构建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并通过DEAP 2.1软件分别从工艺流程、服务、专利申报（发明）、专利申报（其他）和管理环节5个方面测算创新效率，再按照相应的标准（1表示创新效率低于5%，2表示创新效率在6%~30%，3表示创新效率在31%～50%，4表示创新效率在51%~75%，5表示创新效率在76%～100%，6表示创新效率超过100%，7表示创新效率超过200%），将创新效率转化为分类变量。量表的α系数为0.888。
（5）控制变量。参考刘德鹏等[31]、王性玉等[32]、杜娟等[33]的建议，选择工作经验和教育经历作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另外，选择企业规模与经营年限为组织层面的控制变量。
4  数据分析
4.1  聚合效度检验与相关性检验

由于在本研究所设计的理论模型中，数字化转型等变量分别隶属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且除忘却学习外，其他变量均来自管理者，为此，将组织层面的主要变量进行聚合效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Rwg=0.949，ICC(1)=0.126，ICC(2)=0.720）、组织韧性（Rwg=0.962，ICC(1)=0.072，ICC(2)=0.780）与创新效率（Rwg=0.809，ICC(1)=0.335，ICC(2)=0.716）的聚合效度均达到阈值水平以上，同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呈显著相关，且VIF值皆低于2的阈值，说明变量的共线性低，适合于进行更进一步的检验。
4.2  同源偏差检验和区分效度检验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对数据分析质量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先通过Harman单因素方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首因子旋转后所得到的方差解释率为27.82%，这表明样本数据中不存在能够解释绝大部分变异的单一因子，即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同时，运用MCFA分析【“CFA” 为验证性因子分析，“MCFA”的中文名称？】考察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构念区分效度。与其他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最优（χ2（156）= 603.632（203），GFI = 0.983，CFI = 0.961，SRMR = 0.048，RMSEA = 0.039），说明本研究中的4个变量在内涵与测量方面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的确是五个不同构念，并且再次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3  假设检验

参考杜娟等[33]学者的做法，对相关假设进行多层嵌套模型检验（见表1）。
（1） 直接效应检验。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以数字化转型为自变量、创新效率为因变量构建多层嵌套模型（即表1的模型1），从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γ=0.346，P＜0.001），说明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效率，假设H1得以检验。

表1  假设检验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创新效率
	组织韧性

	维度                指标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个体层次
	工作经验
	0.966***
	0.993***
	−0.071

	
	教育经历
	−0.370**
	−0.381**
	0.041

	
	忘却学习
	
	
	0.154*

	
	忘却学习×数字化转型
	
	
	0.152**

	组织层次
	企业规模
	−0.248*
	−0.224
	−0.090

	
	经营年限
	−0.264*
	−0.300*
	0.117

	
	数字化转型
	0.346***
	0.310***
	0.181*

	
	组织韧性
	
	0.248***
	

	方差变化
	Pseudo R2  level 1
	0.181
	0.198
	0.430

	
	Pseudo R2  level 2
	0.116
	0.135
	0.368


注：***、**和*，分别为0.001、0.01及0.05以上水平显著。

（2）中介效应检验。参考Baron等[34]的做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做法为：首先，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影响组织韧性（γ=0.310，P＜0.001）；其次，组织韧性正向影响创新效率（γ =0.398，P＜0.001）；最后，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成立基础上，依次将组织韧性纳入模型1后，形成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即表1的模型2）。从结果可知，组织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0.998，P＜0.001，CI = 95% [0.069，0.134]），说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其组织韧性，进而间接加快创新效率，假设H2得以检验。

（3）调节效应检验。参考Hayes等[35]的做法，将组织韧性设置为因变量，依序放入控制变量、自变量（数字化转型）、调节变量（忘却学习）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数字化转型×忘却学习），构建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即表1的模型3）。如图1所示，忘却学习的水平不同，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斜率差异显著。同时根据表1的模型3结果所示，忘却学习均能够显著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的正向关系（γ=0.152，P＜0.01），说明员工的忘却学习意愿越高，越有利于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以促进企业的创新效率提升，假设H3得到了验证。同时，为进一步验证忘却学习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采取“拔靴法”的范式[36]，即忘却学习分别以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划分为高低两个组别进行间接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当忘却学习高于1个标准差时，调节效应显著（β=0.193，P＜0.001，CI=95% [0.140，0.253]）；在中等水平的忘却学习时，调节效应显著（β=0.133，P＜0.001，CI=95% [0.096，0.175]）；而忘却学习水平低于1个标准差时，调节效应依旧显著（β=0.738，P＜0.001，CI=95% [0.042，0.109]）。结果证实，忘却学习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链式中介效应，假设H3得到了充分验证，说明忘却学习能够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并最终实现创新效率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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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忘却学习的交互作用
5   结论与对策

5.1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探讨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对261家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了连续5个月的经验取样调查，证实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进一步提升组织韧性，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科技创新资源，并提升其内部资源配置能力与科技创新风险应对能力，从而实现创新效率的稳固提升；同时研究发现，员工的个体忘却学习意愿将直接决定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获得科技创新资源的多少，以及风险应对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的高低，从而间接控制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从组织和个体的多层面出发，立足组织韧性的组织内部科技创新资源生成与风险应对，发现组织韧性会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抑制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揭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提升过程，对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为个体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此外，本研究从个体层面的情境因素入手，通过引入员工忘却学习的情境因素，验证了忘却学习的下行效应，即忘却学习对数字化转型的正面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丰富了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并为忘却学习的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5.2  管理对策与启示

（1）重构管理思维，打造数字企业文化。数字化转型不是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全部，其中亦不可忽视员工的作用。大部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都存在着“凭技术便可转型”的认知误区，这种管理思维偏见存在较大的漏洞，有极大的概率造成转型失败，特别是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技术与人才的深度融合十分关键。也就是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追求的，并非纯粹的技术升级，而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对人、企业和社会的影响与贡献，以构建有中小企业特色的数字企业文化。如在工作职能方面，不可单纯采用机器或人工智能（AI）替代人的工作，而应从“人”与“技术”融合的层面探讨人与技术的互补机制，并在日常管理中鼓励员工主动学习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从而实现从传统企业文化转变为逐步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数字企业文化构建。

（2）优化企业制度，关注员工职业生涯。员工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涵，各大中小企业亦需要审慎进行业务数字化转型（改革），而决定员工数字化转型接受意愿的动因则在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制度体系。故此，中小企业应着重审视自身制度体系与数字化转型的匹配程度，并从有利于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角度出发调整关键绩效指标（KPI）与员工培训计划，进而以推动人才发展的方式，让员工满怀企业主人翁精神在知识学习、工作创新等方面不断突破瓶颈，提升员工的数字化转型认同与支持，为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3）挖掘市场潜力，构建需求探索机制。传统企业的管理者普遍以自身管理经验作为匡算市场规模与平均需求的决策依据，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消费者的数字结构不断升级，消费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及定制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市场环境，传统模式和新需求之间的技术矛盾日益显著。对此，中小企业应重点采用数字技术，不断挖掘市场潜力，并根据实时的反馈数据调整运营策略与生产计划，持续地改善消费者体验。

（4）不忘创业初心，时刻牢记初创使命。“十三五”以来，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趋势，中小企业正面临全面化与深入化的数字技术转型阶段。对此，我国中小企业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便是：当所有企业都以数字化作为组织变革方向时，什么样的前瞻性布局才能独占鳌头？目标不明确或目标实现流程是造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失败率的主因。根据McKinsey中国的企业数字化调查报告【著录来源文献】，2016年至2019年以来，我国各类企业为数字化转型创造了一个高达2万亿美元的市场，然而，接近70%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皆铩羽而归。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通过技术迭代给予了中小企业前进的动力，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给予了企业更大的挑战，即如何消除企业的怠惰性，让其始终抱有初创阶段的灵活性与警惕性。如Tony[37]在一项关于宝洁的研究中发现，即便宝洁的服务质量被公认为世界一流，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并非大型企业，而是拥有极佳成本优势和灵活性的初创期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须视组织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需要克服不同企业生命周期的惰性因素，并通过不断改造进入企业成熟阶段；而在成熟期的中小企业，则需保持高涨的竞争意识与创新欲望，优化组织韧性，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市场突变的未知风险下抓住市场契机，以高容错率的商业模式赢得未来市场。

（5）科学数字创新，激发内生创新动力。一是精准评估创新与风险。数字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带来了资源配置、成本结构、交易模式与生产工艺的重大变革和创新，这也是使以生产与服务为核心的传统中小企业不断尝试转换为以数据信息为核心，但在该过程中，风险亦时刻常伴且不可避免，而风险亦会导致转型步伐停滞不前，进而掣肘创新。为此，中小企业的管理者须审慎思考，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综合评估创新价值与转型风险之间的利弊，基于组织韧性强度妥善配置企业资源，实施按部就班的科学化数字转型，而非一蹴而就。二是提高决策的数字化水平。创新契机的预测仰赖于中小企业高效率的数字化经营体系，管理者需要同时具备敏锐的数字化思维与决策能力，高数字化的决策可以使企业快速实现创新机遇挖掘，帮助企业从线性产品开发到快速实验，从而掌握市场主动权。三是激发内生创新动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适时增加创新投入，鼓励员工创新、支持员工创新，塑造组织内高创新氛围，激发内生创新动力，为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奠定夯实的基础。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力求严谨，但仍有不足，后续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和完善：首先，采用经验取样法的动态取样可以规避静态取样的局限，但在样本所属行业、样本数量等方面依旧存在局限之处，未来研究可结合多行业、大样本的方式拓宽研究效度；其次，仅探讨了由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组织韧性强化，及此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并未考虑其他情境因素，故而，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索；最后，仅探究忘却学习的边界作用，但是否存在其他的边界条件尚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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